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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強調在組織與管理的學術研究中，定量方法有它的優點，定性方法

也有它的強項，兩者並非完全互斥，對於特定現象的分析與解讀，可以透過

二者之綜效，發揮方法三角驗證的精神，以求得到更全面與系統性的認識。

對於不同現象的存在，需要不同的理論與方法解釋的典範思維下，我們指出

當實體具有秩序與混沌的二重性時，是最適合採用質量融合的研究方法。據

此，本文立基於複雜科學的觀點，發展出一個質量融合的研究大綱，包括：

啟動研究、蒐集量化資料、選取適合的量化模型、以定性觀點詮釋複雜系

統，以及結束研究等五個步驟。 

關鍵詞：定量、定性、融合方法、三角驗證、複雜科學 

 
 
  
 

Abstract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are important to the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y are certainly not opposed to each other. 

Increasingly, researchers have called for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of method 

triangulation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research findings. Given that ontology will determine epistemology, we argue 

that when the problems or realities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der-chaos 

dualism, a mixed method approach is most applicable. Accordingly,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develop a program for conducting such research. The program 

includes five steps: initiating, collecting quantitative data, determining a proper 

mathematical model, interpreting the complexity qualitatively, and ending the 

program. 

Keywords: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Mixed Method, Triangulation, Complexit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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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面對世界諸多的現象與問題，人類會採用一些特定的方式來探索或是尋

找答案，在學術研究中便稱之為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可以分成定量

（quantitative）與定性（qualitative）兩種。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定量通常是

透過統計檢定的顯著性來驗證假說，其目的在於預測與達到研究結果的一般

化；定性則可泛指一切不使用數學或統計進行研究的方法，像是個案研究、

歸納式紮根理論、以及參與式行動研究等 (Denzin & Lincoln, 1994)。這兩者

在其背後都有一套相當完整的思想體系，涵蓋了截然不同的本體論

（ontology）與認識論（epistemology）基本假設，可視為兩種不可通約（或

稱不可比較，incommensurable）的典範（paradigm）(Kuhn, 1962; Burrell & 

Morgan, 1979; Lincoln & Guba, 1985; Jackson & Carter, 1991; Tashakkori & 

Teddlie, 1998)。因此，通常一個學者在其研究生涯中，至少會選擇其中一方

陣營作為主要的耕耘領域與發表途徑，這兩種方法在組織領域的學術社群

中，早期也處於極為不平衡的關係；換言之，定量與定性之間存在著對抗與

辯證的互動模式，雙方壁壘分明 (Burrell & Morgan, 1979; Behling, 1980; 

Morgan & Smircich, 1980; Larsson, 1993; Guba & Lincoln, 1994)。 

早期因為數字這種硬資料給人比較有嚴謹與說服力的印象，定量方法所

受到的關注與發表機會比較多，大多數的學者也傾向加入這個陣營，做研究

與跑統計漸漸地被視為一體兩面的概念；相對的，定性方法因為缺乏數字的

支持，通常會有不嚴謹或欠缺說服力的刻板印象，而期刊與研討會在早期缺

乏針對定性研究的審查標準，發表風險較高 (Van Maanen, 1998; 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再加上定性研究所耗費的精神與時間較長，在不發表就出

局（publish or perish）的學術升遷制度底下，許多學者不敢輕易使用定性方

法 (deMarrais, 1998; Gephart, 2004)。然而，這種情況在上世紀 70 年代產生改

變，歸因於後現代主義對於現代主義的批判與反思，後結構主義對於社會學

的衝擊，以及詮釋學、人類學和民俗誌等領域不斷將定性方法向其它學科傳

揚。自此，定性方法在管理領域中獲得愈來愈多的重視，也引起許多的討

論，甚至是辯論 (Evered & Louis, 1981; Eisenhardt, 1989; Dyer & Wilkins, 1991; 

Golden-Biddle & Locke, 1993; Gephart, 2004, 2006; 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 

Siggelkow, 2007; Noor, 2008)。而期刊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從 50 年

代創刊開始便有系統性地刊登定性的實證文章，有不少學者嘗試在此發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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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論上具有開創性的觀點 (Van Maanen, 1998)。學者的屬性自此開始一分

為二，有些加入定量的陣營，有些則選擇定性的陣營，雙方保持著非此即彼

（either/or）的關係。 

但是，近年來的學術發展與氛圍相當鼓勵學者採用第三種方法，也就是

質量的融合方法（mixed method），達到方法的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以

便提高研究的信度 (Tashakkori & Teddlie, 1998; Amaratunga et al., 2002; Sale et 

al., 2002; Bryman, 2006; Shah & Corley, 2006; Burton & Obel, 2011; Venkatesh et 

al., 2013; Fremeth et al., 2016)，比較代表性的學者有 Abbas Tashakkori、

Charles Teddlie、John Creswell、Michael Patton 等  (Johnson et al., 2007; 

Greene et al., 2010)，當中 John Creswell 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主持的「定性

與融合方法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Research; 

OQMMR），藉此來支持相關的研究計畫。也有一些致力於推廣質量融合的學

術期刊，例如：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以及 Quality and Quantity，它們的影響因子並不低，在質量融合的

發展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據此，本文站在支持質量融合的立場加入此

陣營，並根據複雜科學（complexity science）的觀點發展一套可操作的研究

大綱，因為過去相關的學者在從事複雜科學的實證研究，逐漸發展出純粹質

性或是純粹量化一分為二的路線 (Boisot & Child, 1999; van Staveren, 1999; 

Maguire et al., 2006; Morçöl, 2006)，這種非此即彼的關係在各個領域當中是最

為明顯的，也因此，複雜科學為質量融合的探討提供一個相當適合的觀點。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一部份為導論；第二部份我們從一個後設理論

（meta-theory）的觀點回顧定量以及定性方法背後的科學哲學，也就是實證

主義（positivism）以及詮釋主義（interpretivism）；第三部份則是針對複雜科

學進行簡單的介紹與回顧，並闡述複雜科學為質量融合所帶來的啟發與意

含；在第四部份本文將提出一個質量融合的研究大綱，可供未來相關學者參

考；在最後的第五部份，則為本文的討論、建議、以及管理意涵。 

貳、定量與定性的理論背景 

定量與定性方法最根本的歧異來自於對實體的看法，任何一個研究對

象，只要與人類的意志、思考、知識、智慧無關的存在，都可被稱為一個實

體。對於實體的基本假設就會塑造出獨特的本體論，也就是對於實體本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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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接著，再衍生出不同的認識論，即探索者與被探索對象之間的關係。

最後，不同的認識論產生相異的方法論 (Burrell & Morgan, 1979; Morgan & 

Smircich, 1980; Guba & Lincoln, 1994; Shah & Corley, 2006)。若要細探方法論

之間是否存在著融合的契機，應從本體論開始進行由上至下的系統性論述。

Guba & Lincoln (1994) 便認為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三者一脈相承的關

係，構築起一套獨特的研究典範，也同時表明了研究者心中對這個世界的基

本信念。以下我們將針對定量與定性方法論的背景，依序本體論、認識論、

以及方法論進行回顧。 

一、實證主義與定量方法 

自從 16 至 18 世紀的科學革命後，西方科學家普遍接受理性的科學方

法，以觀察與實驗來追求真理，「眼見為憑」以及「理論先於觀察」成為當時

的主流思維 (Chalmers, 1999)，像是牛頓三大運動定律以及天體運行，都是經

過反覆的觀察與實驗所得出來的理論。除此之外，科學家們普遍認為真理

（或是實體）具有獨特且唯一的性質，這就是一元論（monism）的本體論假

設，研究者僅能透過客位的（etic）立場來追求真理 (Pike, 1967; Morris et al., 

1999)，研究者與被觀察對象保持著獨立且互不干擾的關係；換言之，研究者

站在一個彷彿置身於事外的立場來進行探索 (Evered & Louis, 1981)，任何事

物的情境與脈絡在研究者的分析過程中起不了任何作用，這就是客觀主義

（objectivism）的認識論 (Diesing, 1966)。接著，這種本體論與認識論逐漸被

許多社會學家所接受，應用在社會現象的分析。 

根據社會學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分類，人類的心智發

展可分成三個階段：神學階段（14 世紀以前）、形上學階段（14 世紀至 19 世

紀）、以及實證階段（19 世紀過後），在不同的時代對於真理的探索有不同的

方法。當中，實證階段深受科學革命理性思維的影響，認為真理必須訴諸於

經驗的材料，方法主要是觀察以及科學實驗，而對於社會現象的分析也應秉

持這種的精神，孔德稱之為實證主義。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也主張在分析社會現象時，應該要把對象當作一件不相干的事。

另外，結構功能主義認為整個社會或是組織相對於內部的成員來說，是一個

擁有絕對支配權利的客觀實體，所有的成員都要服從且服務這個社會或組

織，追求團體的利益極大化，而成員的個人意志被忽略，呈現命定論

（determinism）的觀點 (Burrell & Morgan, 1979; Astley & Van de Ven, 1983; 

Gioia & Pitr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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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 Karl Popper 為首的後實證主義認為傳統實證主義所主張的歸納

式邏輯推理所得出的科學理論，並不具備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的特質 

(Popper, 1959)；換句話說，一個健全的科學理論要存在著被質疑的空間，以

及被推翻或否決的可能性，並經過重複的驗證，科學理論才能夠趨於完善，

如果一個理論什麼都能解釋，那就不是科學  (Bacharach, 1989; DiMaggio, 

1995; Sutton & Staw, 1995)。接著，Popper (1972) 根據演化論提出了一種從事

科學研究的模式，足以描繪出人類知識的演化與成長：P1 → TT → EE → P2，

當中的 P 代表問題，TT 代表嘗試性的理論，而 EE 代表著錯誤的消除。很顯

然的，Popper (1972) 認為科學理論應先從問題出發，並嘗試提出有否證可能

的理論，也就是假說，經過重複性的驗證後才能決定是否支持。這個從實證

主義而來的研究模式受到當代學術界的廣泛接受，並成為後來定量研究的典

範，也就是實證主義下的方法論，而統計檢定在 70 年代開始便成為量化研究

的主流 (Cook & Campbell, 1979; Monge, 1990; Ang & Bamberger, 2016)，也因

此，做研究與跑統計漸漸地被視為一體兩面的概念。 

二、詮釋主義與定性方法 

雖然自從 19 世紀過後社會科學受到實證主義的強力影響，但當中也有

不乏學者主張異於主流的觀點。例如：當時西方的殖民主義盛行，許多殖民

國家到殖民地時赫然發現一些文化與風俗習慣是殖民母國所無法理解的，因

此，有一些學者開始從事田野調查，嘗試以接近當地人群或部落等方式進行

觀察與紀錄，當中最有名的便是人類學家布朗尼斯勞．馬林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於太平洋小島的一系列研究，他融入當地土著的生

活，並學習他們的語言，進行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Kemmis & McTaggart, 1994)。而傳統的詮釋學以及批判理論也對於定性研究

發揮重要的影響，兩者都講求在對文本進行意義上的賦予時，研究者要進行

持續性的反思與自我批判  (Habermas, 1972; Bourdieu & Wacquant, 1992; 

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在主我與客我之間調整、徘徊與激盪，詮釋的

結果也不斷地進行修正。批判理論學者 Habermas (1972) 否決實證主義的觀

點，強調事實與人類的認知都是在有意識、甚至是無意識下受到捆綁，對於

真理的客觀追求是不可能的，必須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否定（negation）來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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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主義所強調的並不是單一的實體，而是多元面向（pluralism）的本

體論假設，實體不可能以絕對理性的科學方法求得最佳解或唯一標準答案，

只能透過研究者基於主觀的觀察與參與來進行實體的重新建構；換句話說，

認識一個實體是需要長時間的摸索，就像 Spradley (1980) 將定性研究比擬為

在蠻荒地區開墾的探索者。研究者必須站在一個主位的（emic）立場 (Pike, 

1967; Morris et al., 1999)，由內而外進行探索 (Evered & Louis, 1981)，這就是

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的認識論 (Diesing, 1966)。例如：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的觀點便是強調對於社會實體的認識應該是被重新建構起來

的，而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存在 (Berger & Luckmann, 1966; Giddens, 1984; 

Barley, 1986; Rao, 1994; Barley & Tolbert, 1997; Hung, 2004)，意義是被賦予的

（sense-making）(Gephart, 1993; Coffey & Atkinson, 1996)，這與詮釋主義的

本體論和認識論有所呼應。 

在主觀主義下，研究者與被觀察者保持著互動的關係，你泥中有我，我

泥中也有你 (Evered & Louis, 1981)。根據量化方法，所有的社會現象可以被

簡化為線性的因果關係，並不能忠實呈現出現象發生過程中的情境與脈絡，

唯有透過宏觀的視野才能夠發掘出複雜的現象與背後的深層結構 (Mintzberg, 

1979; Langley, 1999)，突顯出組織的情境與脈絡也是近年來許多學者一再強

調的 (Geertz, 1983; Pettigrew, 1985; Langley, 1999; Pettigrew et al., 2001; Johns, 

2006)。例如：Pettigrew (1985) 在其單一個案分析中，根據過往 20 年的組織

變遷，分析出外部環境是如何影響企業主的策略邏輯以及策略行動。要能夠

呈現出社會現象的複雜性，在研究方法的選取上就會是定性的方法論 

(Lincoln & Guba, 1985)。而在所有的定性方法中，個案研究（單一或多重）

儼然已成為一種主流的方法，在組織與管理的研究中也受到廣泛的應用 

(Miles, 1979; Luthans & Davis, 1982; Eisenhardt, 1989; Leonard-Barton, 1990; 

Dyer & Wilkins, 1991; Ragin & Becker, 1992; Gerring, 2004; 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 Siggelkow, 2007; Bitektine, 2008; Gibbert, et al., 2008)，單一個

案可以使研究者更加深入挖掘特殊個案的來龍去脈，而多重個案可以藉由複

現邏輯（replication logic）與模式配對（pattern matching）的方式進行跨個案

的比較 (Yin, 1984; Trochim, 1989)。 

三、對抗或融合？ 

本體論、認識論、以及方法論一脈相承，形成相當完整的典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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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ba & Lincoln, 1994)，根據 Kuhn (1962) 對於典範的定義，不同典範之間

所呈現的不可通約性質，使得身處在不同典範下的成員無法交流與合作，

Kuhn (1962) 就說：「科學家世界中的鴨子，在革命過後，變成了科學家世界

中的兔子」（What were ducks in the scientist’s world before the revolution are 

rabbits afterwards）。因此，在早期學術界的發展上，定量與定性是處於壁壘

分明且相互對抗的關係 (Behling, 1980; Morgan & Smircich, 1980; Burrell & 

Morgan, 1979; Larsson, 1993; Guba & Lincoln, 1994)，學者也會在兩者之間選

擇其中一方陣營作為主要的發表途徑。然而，Kuhn (1962) 對於典範的定義

受到許多的質疑，例如：Masterman (1970) 透過語義學的分析發現 Kuhn 

(1962) 典範的概念其實相當模稜兩可且隨意，前後共有 21 種不同的定義，

以此判斷所謂的典範是被誇大其詞的。接著，從 70 年代開始便有許多提倡多

重典範的思潮，像是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以及批判理論等，廣泛運用

在社會與組織的分析上，豐富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了解 (Habermas, 1972; 

Ritzer, 1975; Burrell & Morgan, 1979; Gioia & Pitre, 1990; Hassard, 1991; Lewis 

& Grimes, 1999)。例如：Hassard (1991) 示範了如何對同一個案進行多重典範

的實證分析，不同典範下的論證甚至可以相互比較其異同，使得對於組織行

為的認識與理解更加全面。 

在這個背景下，方法論非此即彼的關係逐漸被打破，Denzin (1970) 認為

定量只是一種研究的技術，而定性是一種研究的精神，兩者應該要同時進

行，達到三角驗證，進而提昇研究本身的有效度。之後，便有許多學者此起

彼落地提倡質量融合的觀點 (e.g., Jick, 1979; Giddens, 1984; Smith & Heshusius, 

1986; Kaplan & Duchon, 1988; Tashakkori & Teddlie, 1998; Sale et al., 2002; 

Johnson et al., 2007)。Giddens (1984) 認為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

其中一個啟發，便是定量與定性方法的結合可以解決社會科學容易以偏概全

的毛病；Tashakkori & Teddlie (1998) 則認為過去實證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

典範戰爭應該要劃下休止符，尤其在實用主義的推波助瀾下，他們同時認為

質量融合不僅要做到工具層面，也要落實在研究的各個階段；融合方法的知

名專屬期刊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也在 2007 年創刊，為更多志

同道合的學者提供發表的舞台 (Tashakkori & Creswell, 2007)；近年來，質量

融合的概念往更多的領域發展，像是管理會計 (Modell, 2010)、資訊管理系統 

(Venkatesh et al., 2013)、科技政策 (Varho & Tapio, 2013) 等。 

由此可知，近年來學術界對於質量融合的作法是相當鼓勵的，儼然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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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潮流與趨勢，為過去定量與定性一分為二的學術生態開創出第三條道

路。Evered & Louis (1981) 建議在討論不同立場的結合時，可以援引其它領

域的新興科學，如此可不受雙方既有的立場與觀點所束縛，而我們認為作為

自然學科（物理學、生物學、以及數學等）近幾十年才被提出的複雜科學 

(Waldrop, 1993)，應可以為質量融合帶來更多的啟發。 

參、複雜科學下的新觀點 

一、秩序與失序之間的更迭 

在上世紀 60 年代，美國氣象學者 Edward Lorenz 發現在氣象系統的電腦

模擬中，初始條件的些微差距在長時間的作用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長

久以來自然科學與數學模擬的預測能力受到質疑與挑戰，這就是初始條件的

敏感性，或是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Lorenz, 1972)，物理學家與數學家

則稱之為混沌理論（chaos theory）(Li & Yorke, 1975)，混沌理論揭露了失序

（disorder）如何從秩序（order）當中衍生而來，並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相呼

應，假定世界是不可逆地朝向混沌前進，也就是最低能量與最大亂度（熵，

entropy）(Crutchfield et al., 1986; Radzicki, 1990)1。接著，在許多定量方法為

主導的領域開始發現這種現象，例如：供應鏈管理的長鞭效應（bullwhip 

effect）是指資訊從下游市場到上游供應端的傳遞過程中，會產生扭曲的現

象，進而造成存貨管理的誤判 (Lee et al., 1997)。自此，混沌理論開始在社會

科學中被廣泛地應用，像是經濟學、組織行為、以及策略管理等均可看見混

沌的蹤跡 (Gregersen & Sailer, 1993; Mathews et al., 1999)，當中有些是把混沌

當作是一種比喻來進行質性的探討 (e.g., Dubinskas, 1994; Plowman et al., 

2007)，也有學者是借用數學工具進行量化的分析 (e.g., Thiétart & Forgues, 

1997)，這種一分為二的現象非常明顯 (van Staveren, 1999)。 

美國理論生物學家 Stuart Kauffman 在思考地球如何從無生命（秩序）邁

向有生命（混沌）時，假設繁複的生命現象是源自於一個由聚合物所構成的

複雜適應性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像是 DNA 以及 RNA 等遺傳因

                                                 
1 根據熱力學第二運動定律，在孤立的熱力系統中，由於無法與外界互動，系統的混

亂程度只會不斷增加，而「熵」是用來衡量亂度的物理量，當熵達到極大值時，系

統的能量即達到最低，也就是熱平衡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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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它們會進行集體的自我催化與自我組織，使得原本單調的聚合物網路逐

漸形成構成生命的幾種樣式，再接著形成各式各樣、多采多姿的生命體 

(Kauffman, 1993; Waldrop, 1993)。在這整個過程中，複雜適應性系統內部聚

合物之間的回饋機制（feedback）顯得非常重要，它們相互傳遞能量與訊

息，對於生命的誕生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許多探討混沌湧現的議題無不

探討這個過程。 

複雜科學強化了先前混沌理論的理論架構，而秩序與混沌之間的階段被

也稱作混沌的邊緣 (Kauffman & Johnsen, 1991; Waldrop, 1993; Dubinskas, 

1994; Beinhocker, 1997; Brown & Eisenhardt, 1998; Pascale, 1999)，如圖 1 所

示，秩序到混沌的演化過程並不是沒有過度期，在這被稱為複雜的灰色地

帶，系統保持著微弱的可預測性與鬆散的結構，既是秩序也是混沌，同時，

也是最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時代。Kauffman (1995) 發現距今 5.42 億年前的寒

武紀時期，化學紀錄顯示了絕大多數的動物「門」都在這一時期湧現，它持

續了 2 千萬年之久，導致了大多數現代動物門的發散，也因為在這段時間出

現較高等生物以及物種多樣化，被稱為寒武紀大爆發（Cambrian Explosion），

間接印證了複雜系統的作用。而如果應用在組織行為的研究中，組織的設計

保持在結構（秩序）與非結構（混沌）之間是最富有創造性的 (Brown & 

Eisenhardt, 1998; Davis et al., 2009)。 

 
圖1：複雜處在秩序與混沌的交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為何使用複雜科學？ 

與其說複雜科學是一個理論，它更像是一個新的觀點，因為它並不具備

作為一個理論的客觀條件 (Morel & Ramanujam, 1999)，但它卻能夠為其它領

域提供新的洞察與啟發，擴充既有的知識。因此，本文認為被稱作「新科

學」的複雜科學可以幫助我們進行跨典範的對話與整合  (Gleick, 1987; 

Lassack, 1997; Ketterer, 2006)。具體而言，本文採用複雜科學的主要理由有以

下兩點。 

秩序 混沌 複雜 
(混沌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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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複雜科學被認為是連結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橋樑 (Vicenzi & 

Adkins, 2000; Morçöl, 2001; Geyer, 2003; Schindehutte & Morris, 2009; Boisot & 

McKelvey, 2010)，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是絕對理性與秩序的追求，因此，通常

比較偏好定量的研究方法；相對來說，後現代主義認為看到事物的方法應該

要多樣化，因此，通常比較會接納定性的研究方法。如果比較現代主義與後

現代主義各自流行的時間點，可以發現定性方法的流行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

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Gephart, 2004)。複雜科學認為組織在面對變化多端的外

部環境時，不能過於保守與僵化，也不能過於失序與雜亂無章，而是要保持

著應變的彈性，隨著環境的變化而即興演出 (Davis et al., 2009)，所以我們認

為在探討質量融合的方法時，複雜科學確實可以給予我們一些洞察與啟發。 

第二，過去在從事複雜科學的實證研究中，發展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路

徑，也就是純粹的定量以及純粹的定性，雖然任何一個理論都能透過定量或

定性來進行實證探討，但是從過去複雜科學的文獻，定量與定性的數量大約

各占一半，這種強烈的對比性在其它領域是比較罕見的 (Boisot & Child, 

1999; van Staveren, 1999; Maguire et al., 2006; Morçöl, 2006)，甚至鮮少有學者

嘗試在複雜科學的情境下進行質量融合。一方面，純粹定量的研究以客觀模

擬的角度來檢視複雜適應性系統是否會將微小的初始條件進行放大的作用，

驅使系統往混沌的方向前進，也就是蝴蝶效應。例如：Levy (1994) 建立一個

全球供應鏈的數學模型，並進行電腦的模擬後總結出過去管理學者所認知的

長期規劃是非常困難且不切實際；同樣的，Cheng & Van de Ven (1996) 將創

新的過程予以模型，並發現從創意的出現到新產品的推出，不同的階段下組

織的學習行為呈現出不同的特性；而 Thiétart & Forgues (1997) 利用時間序列

以及量化工具探討非預期的危機，是否會經過組織成員的交流與互動而湧

現。另一方面，純粹定性的複雜科學研究則是以主觀詮釋的方法強調蝴蝶效

應產生的過程與機制，大多則是採用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因為個案研究能

夠捕捉到複雜適應性系統回饋機制的運作過程，揭開複雜科學背後不為人知

的潛藏脈絡。例如：Plowman et al. (2007) 研究一間原本乏人問津的社區教

堂，搖身一變成為當地最大的文化、醫療、教育中心，他們以個案的手法突

顯出這過程中的許多社會要角是如何投入資源，得以產生巨大、卻難以預測

的結果；Garud et al. (2011) 則是以 3M 的個案研究探討一個不經意的發現如

何成為一個廣受歡迎的創新產品。因為複雜科學衍生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社

群，本文認為複雜科學所呈現出來的就是過去定量與定性方法非此即彼的關

係，相關的學者只能從兩者當中選擇其一。為此，複雜科學能為我們創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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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融合方法的平台 (Morçöl, 2006)。 

三、複雜科學觀點下的基本假設 

接下來我們將試圖根據複雜科學的基本假設，來闡述質量融合的本體

論、認識論、以及方法論，並與先前所論述的實證主義與詮釋主義相互比

較，表 1 為本文的整理。 
 

表1：複雜科學為實證主義與詮釋主義帶來的啟發 

實證主義 詮釋主義 複雜科學 

本體論： 
實體只有一個，且是絕對客
觀的存在。 
 
現代主義的觀點，認為世界
是充滿理性的，所以世界應
該被簡化成機械式的運作，
例如：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無論短期或是長期，因果之
間的關係是線性且可預測的
（秩序）；換句話說，因與
果是等量的線性變動。 
 
 
崇尚結構功能主義、命定論 
、宿命論、唯物論，並認為
時勢創造英雄，例如：歷史
唯物論、制度理論、國家創
新系統。 

 
實體不只有一個，所以每個
人心中的實體都不一樣。 
 
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尊重多
元的發展，認為世界應該要
透過語言、符號、標誌等主
觀意義來重新認識，例如：
符號互動論。 
 
無論短期或是長期，因果之
間的關係是非線性的，完全
不可預測（混沌）；換句話
說，因與果是非等量的變動
。 
 
崇尚意志論與唯心論，並認
為英雄能夠創造時勢，例如
：存在主義、資源基礎理論
、創業家精神。 

 
實體是處在長期演化的過程 
，很難判斷實體的本質。 
 
處在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之間，認為世界的運作是有
限理性的，所以只能在非理
性中尋找理性的可能，例如 
：簡單法則。 
 
短期內因果之間的關係是非
線性的，但長期下並不完全
是不可預測的。在宏觀的演
化過程中，仍然可以觀察到
發展的趨勢（奇異吸子）。 
 
既是命定論，也是意志論；
宏觀的結構或制度來自於個
人意志的結果。時勢造英雄 
，英雄也造時勢，例如：結
構化理論、制度興業家。 

認識論： 
客觀主義；研究者與被研究
對象保持著互不干擾的關係 
，就像在研究室中的科學家
會盡量不污染到實驗對象。 
 
 
研究者不受情境與環境等因
素影響。 

 
主觀主義；研究者與被研究
對象保持著緊密的互動關係
，甚至被鼓勵從事田野調查
，實際參與到研究對象的場
域之中。 
 
研究者深受情境與環境等因
素影響。 

 
主、客觀都可行；客觀主義
則是檢視大範圍下系統的演
化結果，而主觀主義則是偏
好探索系統內部的回饋機制
過程。 
 
研究者本身處在一種隨機應
變、即興演出的立場。 

方法論： 
偏好以定量方法，像是統計 
、數學、電腦模擬。 

 
偏好以定性方法，像是個案
研究、訪談、民俗誌等。 

 
融合定量與定性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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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體論方面，因為複雜科學認為實體是處在長期演化的動態過程，在

面對混沌的環境時，行為人很難達到實證科學的絕對理性，只有可能是有限

理性，即在非理性中尋找理性的可能。例如：Ashmos et al. (2002) 以及

Brown & Eisenhardt (1998) 認為隨著環境不確定性的提高，管理者應該要改

變過去絕對理性的策略思維，建立起幾項簡單的管理原則，嘗試在秩序與混

沌之間尋找隨機應變的可能；Breslin (2014) 認為即便管理者面對組織的多層

次共同演化，仍然可以執行有效的管理。以上的立場頗能呼應早期 March 

(1991) 對於開創與利用（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兩種組織學習型態應保

持平衡的中庸觀點。除此之外，複雜科學認為動態系統內部的因果關係在短

期內是非線性且不可預測，但在長期下具有微弱的可預測性，個人可以隱約

體察到動態系統的發展趨勢與輪廓，並根據這個難以言喻的直覺來進行動態

的管理 (Dolan et al., 2003)。在此觀點下，不僅間接否認了過去社會學當中命

定論與意志論的本體論二分法，也肯定了行為人即便面對結構與制度的同

時，保有發揮個人意志與行動的可能性 (Giddens, 1984; Whittington, 1988)；

簡而言之，時勢創造英雄，而英雄也創造時勢。制度興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便與此相呼應，該理論認為身處在制度底下的行為

人，為了要降低從制度而來的壓力，必須服從制度邏輯，以便獲得生存的合

法性，同時也能夠借力使力，發展策略來改變既有的制度 (Battilana et al., 

2009; Hargadon & Douglas, 2001)。因此，制度這個實體同時具備著僵固性與

可重新建構的特質；換句話說，即秩序與混沌的二重性。 

在認識論方面，因為複雜科學對於研究本體的假設，既是單一也是多元

的性質，也就是具備秩序與混沌的二重性，因此，研究者同時以客觀以及主

觀的立場不斷地來回看待實體的發展。在客觀主義的認識論下，研究者並不

考慮系統演化過程中的一切情境，也不將內部成員的個人意志納入分析，因

為所有的因素將不可避免地被捲入非線性系統的演化路徑中，呈現出路徑的

依賴，因此，又被稱為命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Lorenz, 1963; Radzicki, 

1990; Thiétart & Forgues, 1997)，研究者只須檢視大範圍下系統的演化結果，

也就是蝴蝶效應的展現。但是，複雜科學又認為蝴蝶效應的發生，其過程中

的回饋機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情境與個人意志又必須被考慮進

來，研究者在檢視系統命定性結構的同時，也要探索這些微觀的因素如何導

致宏觀的命定結構 (Thiétart & Forgues, 1997; Plowman et al., 2007)，此時，研

究者又站在一個主觀主義的立場。簡而言之，複雜科學下的認識論，同時包

含了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研究者可以在主、客位之間隨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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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vered & Louis (1981) 針對組織研究提出兩種不同的認識論途徑：由外

而內（inquiry from the onside）與由內而外（inquiry from the inside），前者就

是實證主義下的客觀主義，而後者就是詮釋主義下的主觀主義，他們認為研

究者要嘗試將兩種認識論做融合，以此來避免各自可能產生的缺陷與觀點的

狹隘，融合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藉由新興科學。複雜科學作為自然學科的新

興科學，不僅在自然學科帶來嶄新的非線性觀點，也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

中拓展研究者的視野，刺激我們的思考，Evered & Louis (1981) 認為過去的

許多學者所提出來的理論或學說都無法完全滿足同時融合這兩種認識論的要

件，他們認為這種新興的科學必須以定性的觀點為基礎來結合定量的觀點，

而複雜科學認為系統內部的成員將有意識、甚至是無意識地建構起自己所無

法逃脫的命定性結構 (Thiétart & Forgues, 1997; Plowman et al., 2007)，這種由

下往上的思考模式似乎相當符合這個要件。 

肆、基於複雜科學觀點的質量融合研究大綱 

接下來，本文試圖提供一個質量融合的研究大綱，來闡述質量融合在實

際操作時可以如何做到（請見表 2）。這並非唯一從事質量融合的方式，但我

們希望以此大綱來刺激未來更多的學者嘗試質量融合，加入這個陣營，甚至

是組成跨領域的合作團隊。 

表2：質量融合的研究大綱 

步驟 工作內容 具體研究活動與建議 

1. 判定研究對象
的屬性 

尋找適合的研究對象，建議研究對象要能夠呈現出秩序與混
沌的二重性，例如：技術變遷。 

2. 蒐集量化與質
性的資料 

一方面，蒐集量化的資料在下一階段進行量化分析，因此，
要確認資料的呈現方式。建議採用時間序列資料，因為最適
合複雜系統演化的特質。另一方面，透過初級與次級的途徑
蒐集質性的資料，像是訪談、報紙、雜誌、期刊文章等。 

3. 選取適合的量
化模型 

根據研究的目的，選擇適當的模型，不同的量化模型能夠描
繪出不同的複雜特質。本文建議三種量化模型：李亞普諾夫
指數、赫斯特指數、以及相關維度。 

4. 以定性觀點詮
釋複雜系統 

配合質性的資料，經過研究者的咀嚼後，以定性的觀點來詮
釋量化分析的結果，使其結果更具有意義，看見其背後的深
層結構，回答「如何」以及「為何」的問題。 

5. 形成詮釋循環
與飽和性 

研究者不斷進行比較與反省，當詮釋達到飽和時，便可結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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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定研究對象的屬性 

首先要尋找適合的研究對象。根據先前所推導出來的複雜科學觀點下的

本體論假設，質量融合所研究的實體建議要能夠呈現出秩序與混沌的二重

性，如此，研究者能以定量的方法來建構起複雜系統宏觀下的秩序行為，也

能夠從定性的觀點來詮釋其微觀下混沌的過程、情境、以及脈絡。 

以技術變遷為例，過去有許多學者以制度或是演化論的觀點進行實證研

究，強調出技術本身所呈現出來的秩序特質。例如：Dosi (1982) 認為新、舊

技術在同個時空與情境下會產生競爭，最後存留下來的就是技術典範，它將

主宰整個產業的發展，包含所有的產品創新都要跟隨著此技術典範的演化路

徑，呈現出路徑的依賴與技術演化的惰性，創新便來自於和此典範的配合程

度；Nelson & Winter (1982) 將達爾文演化論的觀點帶入技術變遷的研究中，

認為技術變遷有它難以逃脫且命定的過程，也就是「異質、選擇、保留」

（variation – selection – retention）三個階段的演化 (cf. Utterback & Abernathy, 

1975; Anderson & Tushman, 1990)；Malerba & Orsenigo (1993) 認為技術體制

是由既有的技術根據其特質所塑造出來的環境，所有廠商的創新活動都要與

這個體制相互搭配，否則無法生存 (cf. Audretsch, 1991)。除了偏向秩序的分

析外，亦有學者從能力、能耐、資源、知識等角度進行實證研究 (e.g., Teece, 

1986)，認為技術的演化是被創造出來的，這與最傳統的策略管理頗為呼應。

另外也有學者基於社會建構的觀點來探討之，例如：Barley (1986) 在分析新

技術導入組織時，組織成員彼此之間、乃至於成員與技術之間是如何展開一

連串的互動、協調、甚至是鬥爭 (cf. Barley & Tolbert, 1997)；而 Geels (2004) 

認為影響技術變遷的因素非常廣泛，法規制度、使用者習慣、利益團體、廠

商等彼此之間呈現出系統性的動態互動。 

由此可知，不同的學者看待技術變遷的議題時，會有不同的觀點，也就

採用相異的研究曲徑，但很顯然的，單方面的立場都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限

制，為此，質量融合就顯得重要且必要。任何會呈現出這種歧異的實體，都

相當適合從事質量融合的研究。 

二、蒐集量化與質性的資料 

確認研究對象後，便是蒐集量化與質性資料，不同途徑所蒐集的資料，

以及不同形式所呈現出來的資料，都可增加研究結果的信度，三角驗證也更

加穩健。質量混合不只是方法上的混合，資料的混合也很重要 (Tashakko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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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dlie, 1998)。 

首先，我們建議先蒐集量化的資料，以便進行定量的分析，因為數學仍

是探討非線性現象比較主要的媒介 (Scheier & Tschacher, 1996)。在所有量化

的資料呈現中，我們認為時間序列資料是最適合用來研究複雜系統，也最符

合複雜系統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進行演化的特性，在過去複雜科學的實證文

獻中，時間序列資料也是最常被蒐集使用的資料型態 (Cheng & Van de Ven, 

1996; Koput, 1997; Thiétart & Forgues, 1997; Dooley & Van de Ven, 1999; Hung 

& Tu, 2014)。除此之外，時間序列也很適合用來進行電腦的建構模型，電腦

的模擬便是 van Staveren（1999）對於非線性科學所建議的，接下來定性的方

法便可用來詮釋這個模擬結果，達到三角驗證 (Burton & Obel, 2011)。 

時間序列是用時間所排列的一組變數；換句話說，一個時間點就有一個

專屬的值。例如：國內生產毛額、消費者物價指數、利率、匯率、專利申請

數等都是典型的時間序列資料。但是時間序列資料在進行定量分析以前，要

進行初步的處理，檢查是否存在著自我相關性（autocorrelation）以及偏自我

相關（partial autocorrelation）(Granger, 1981)，這兩者會使模擬的結果產生嚴

重的偏差，根據過往相關的文獻 (e.g., Cheng & Van de Ven, 1996; Jayanthi 

& Sinha, 1998; Hung & Tu, 2014)，本文建議可以透過自迴歸移動平均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模型先行處理原始資料 

(Box & Pierce, 1970)。 

三、選取適合的量化模型 

蒐集完資料後，我們將從各種數量模型中挑選出適合的模型進行電腦模

擬，每種不同的模型均隱含著不盡相同的非線性概念，但都能重建複雜系統

宏觀下的演化結果。本文列舉三種最常使用的模型以供參考：李亞普諾夫指

數（Lyapunov exponent）、赫斯特指數（Hurst exponent）、以及相關維度

（correlation dimension）。但是我們建議研究者應該根據研究問題與研究對象

的特質，選取適當的數量模型，以達隨器而取之效。 

李亞普諾夫指數檢視時間序列資料在長期的演化下，初始條件是否具有

指數發散的特性，此現象被概念化為我們習慣稱呼的蝴蝶效應 (Wolf et al., 

1985; Eamshaw & Haughey, 1993)；一組時間序列資料可以根據不同的時間點

選取不一樣的初始條件，因此，就會形成各種子系統以及其相對應的指數，

而這些指數分佈在這組時間序列中，其值有正也有負，正的指數便是蝴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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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發散的起始點，而負的指數意含著系統收斂的時間點，如此，便可根據指

數的分佈重新建構出此時間序列的演化過程，甚至可以發現秩序與混沌的更

迭。 

赫斯特指數則是以碎形圖（fractal）為基礎，描述時間序列當中的資料

分佈是否存在著持續性 (Mesa & Poveda, 1993)。一般來說，數字的分佈可以

分成隨機與非隨機，隨機的時間序列完全不具有可預測性，但是非隨機根據

其預測性的強弱，可以分成：高維度的混沌、低微度的混沌、以及完全的線

性排列。而赫斯特指數可以偵測到時間序列的演化是否具有受到某種引力的

牽引而呈現長期的記憶性，也就是高維度與低微度的混沌，這就是奇異吸子

（strange attractor）的概念 (Boes & Salas, 1978)，奇異吸子的存在可以使我

們在看似隨機的時間序列中發現微弱的可預測性。最後，相關維度的概念也

是以吸子為基礎；若相關維度隨著鑲嵌維度（embedded dimension）的上升

呈現線性的攀升，則為隨機行為；但是如果相關維度隨著鑲嵌維度的上升

而呈現彎折的收斂，則意味著系統行為存在著某種吸引力將系統行為約束

住，如此可判定在空間中存在著混沌系統特有的奇異吸子 (Grassberger & 

Procaccia, 1983)。 

四、以定性觀點詮釋複雜系統 

根據複雜科學的認識論，研究者應該要在主、客位立場來回調整，以尋

求更全面的認識。因此，在以定量的方法重新建構出複雜系統宏觀的演化行

為後，便以定性的觀點進行微觀層面的詮釋。 

定量方法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所面臨的研究問題是屬於「何時」（when）

以及「什麼」（what）的類型，但定性方法所要解決的大多是「如何」

（how）以及「為何」（why）的問題，這兩種類型的問題較難從定量方法裡

獲得解答 (Yin, 1984; Eisenhardt, 1989)。例如：也許可以透過定量的模型模擬

李亞普諾夫指數的分布以及技術變遷的動態平衡 (Hung & Tu, 2014)，或是創

新發展過程中的隨機與混沌 (Cheng & Van de Ven, 1996)，但我們仍對於為何

產生技術變遷仍然一無所知。又例如：Christensen (1997) 蒐集許多次級資

料，將不同產業下持續性創新與破壞式創新各自的演化路徑描繪出來，但

是單純的定量方法仍無法解釋為何大企業往往被小公司所取代，因此，

Christensen (1997) 以定性的觀點進行個案探討，挖掘出企業內部決策上的創

新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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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方法是意義的發現與重建 (Daft, 1983)，使得這個模型背後的深層結

構與潛藏故事被述說出來，也讓定量分析的結果更有意義。因此，複雜科學

的研究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必須仰賴直接與資料進行接觸與對話的能力，有些

重要的資訊是扎根於定性的資料 (Strauss & Corbin, 1990)。根據 Evered & 

Louis (1981) 關於融合兩種認識論的主張，在適當的時機研究者可以進行分

工合作，一個人做定量的模擬，另一個人可以執行定性的詮釋，這是為了避

免研究者在判讀原始資料時帶有先驗的知識或理論而影響質性資料的判讀不

真實 (Lincoln & Guba, 1985)。 

五、形成詮釋循環與飽和性 

在進行定性的詮釋時，要不斷地與現象或議題本身進行比較，也要與先

前的定量分析結果做比較，必要時回到先前的步驟再做一次，因為質量融合

的研究都是在各個階段中遞迴 (Creswell & Clark, 2007)。因為定性的詮釋在

相當程度上非常仰賴研究者個人獨特的涵養、專業訓練、以及邏輯思考 

(Lincoln & Guba, 1985)，因此，研究者本身有必要持續性地進行反省與反思，

在主觀我與客觀我之間不斷地辯證，形成詮釋循環 (Gadamer, 1975; Alvesson 

& Sköldberg, 2000)，批判理論也認為針對一個實體的認識，必須透過一次又

一次的否定來達成 (Habermas, 1972)。最後，當詮釋的邊際效益愈來愈小

時，也就是達到詮釋的飽和，便可結束研究。 

伍、結論與討論 

一、啟發與貢獻 

過去學術界因為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一分為二的情況已不存在，質量融合

的觀點逐漸被學者們所接受，尤其是管理領域的學術研究，所探討的對象是

複雜的社會現象與產業互動，質量融合的角色勢必愈來愈重要。而本文選擇

加入這個陣營，希望為質量融合提供更多創新的思考，因此，我們採取複雜

科學的觀點來探討之。我們發現當實體具有秩序與混沌的二重性時，是最適

合採用質量融合的研究方法，因為研究者必須同時站在主觀主義（主位）與

客觀主義（客位）兩種不同的認識途徑，也因此，方法論便應該是定性與定

量的融合，達到三角驗證的功效。在過去探討質量融合時，甚少討論如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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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研究對象，而本文認為像是創新以及制度理論等議題，都能夠呈現出實體

的二重性，也就是同時具有命定論與意志論的成份。Van de Ven (1986) 很早

便提出探討創新的研究所會面臨幾項核心問題，當中包含四大元素：創新點

子、人員、交易活動、以及制度的情境，它們在創新的發展上呈現出複雜互

動的過程，Christensen (1997) 在詮釋破壞式創新的過程時，便是如此，因

此，我們認為探討創新或是技術變遷是個相當適合的研究對象。再以制度理

論為例，Dover & Lawrence (2010) 認為制度分析在未來應該要多著重在微觀

因素的探討，而定性的參與式行動研究是個可以執行的方向，讓制度理論的

發展更加成熟。 

除此之外，過去在探討質量融合時，大多從多重典範的角度出發 (Gioia 

& Pitre, 1990; Guba & Lincoln, 1994; Tashakkori & Teddlie, 1998; Hassard & Cox, 

2013)，鮮少引用其它領域的觀點來支持融合方法的立場。引用另一個領域的

新興科學確實有助於跨典範融合的思考 (Evered & Louis, 1981)，複雜科學也

在其它不同的領域當中發揮類似的功能。促使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進行對

話，以跨領域的實際作法來探討質量融合，這對於國內的學術界而言是比較

稀有的，也比較少學者願意討論此議題，因此，本文是一種創新的嘗試。但

是，在此我們也必須澄清，質量融合的方法其實有很多種類型 (Tashakkori & 

Teddlie, 1998; Creswell, 1999; Bryman, 2006; Creswell & Clark, 2007)，本文所

設計的研究大綱是根據複雜科學的基本假設，以及自身的研究經驗所發展而

來的，其目的在於刺激未來更多的國內學者從事質量融合研究，甚至是組成

跨領域的合作團隊，這對於學術的發展將會有正面的幫助。 

二、實務意涵 

無論國內外，過去商管學院的學術研究是以定量方法為圭臬，因此，定

量的社群掌握了大多數研討會與期刊發表的資源，採用定量方法的研究計畫

也比較能夠獲得政府單位的補助，對於一個有升等壓力的學者來說（尤其是

剛畢業的年輕學者），從事定量研究的風險比較低，也比較容易發表與升等，

在這種氛圍下，定性研究承受了一些刻板印象。雖然這種一面倒的狀況在近

二、三十年有所改善，也引起不少的討論，但定性研究仍然算是小眾的社

群。細探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進入的門檻非常的高，要做好一個高品質的

定性研究，除了自身要有深度思考的訓練外，對於文字寫作的功力以及對於

現象發生的敏感度，都是作為一個定性方法的學者所必須具備的。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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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uss & Corbin (1990) 所強調的，理論敏感度（theoretical sensitivity）並非

一朝一夕所能培養的，它不僅仰賴經年累月的文獻閱讀，個人的專業訓練與

經驗也是相當重要的。另一方面，目前國內仍然對於論文發表的「量」仍相

當看重，也因此，年輕學者不太會願意嘗試高風險的定性研究，且只有定性

研究的發表，在學術的生涯中也不容易成功，或許對於目前、甚至是未來的

定性研究年輕學者來說，質量融合的研究方法對他們更顯得重要，也是一個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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